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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对于因果机制的重视是社会科学方法最为重要的革命之一，近年

来案例研究越发强调因果机制在因果解释中的作用。 然而，迄今多数研究的案例选择

方法却仍然是基于因素的，这就造成了案例选择和案例研究方法之间的脱节。 因此，

对于案例研究而言，给出一个全新的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是迫切和必要的。

我们的方法一方面融合了模糊集的思想，通过选择那些“进行到一半”的机制，减少二

分虚拟变量的信息损失；另一方面，借鉴了过程追踪和控制比较的方法，通过比较因果

过程观察值，最大限度地实现“准实验状态”。 具体而言，其基本操作思路是在特定时

空情境下，选择机制相同而结果不同的案例，通过对比完整展现机制的案例和机制被

抑制而中止的案例，实现“发现或检验机制”的目标。 通过两本著作的比较可以发现，

上述方法存在如下的优势：能够更加精确地考察案例、变量以及机制之间的关系，兼顾

案例的内部和外部效度，并有助于实现反事实分析和寻找超越时空情境的因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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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因果解释是社会科学中最为核心的命题之一。 然而人们在思考原因与结果之间

的关系时，往往更加习惯于因素性的思考，即哪些因素 ／ 变量导致了结果的出现 ／ 不
出现。 这种思考方式更加符合我们的演化直觉，因为因素的观察与对应是相对直观

的。 古时候人们就已经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是在 １９５３ 年 ＤＮＡ 双螺旋的结构

被发现之前，这一看似简单现象背后的机制却无法得到有效解释。 同样地，无论是

苹果落地还是昼夜交替，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其背后的机制甚至涉及宇宙起源

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到确切的解释。 事实上，很多时候，只有需要寻找机制时，科学

家才是必需的。
在社会科学中同样如此，大部分早期社会科学先驱所倡导的因果推断方法，仍然

是基于因素的思考。 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随着对机制的理解进一步深入，社会

科学研究者才开始意识到只有因素和过程叙事而没有机制的解释和理解是不完整

的。① ２１ 世纪后，学术界对于因果机制的讨论和定义逐渐趋同，即认为因果机制是原

因到结果之间的一系列过程，这一过程可以被特定因素启动 ／冻结、加速 ／减缓。②

从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转向同时重视因素和机制，这一方法论的变革对于社会

科学中的案例选择和因果解释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学者试图讨

论如何基于机制来选择案例。 过去许多文献强调案例选择的随机性，即避免所谓

“（样本或案例的）选择性偏差”问题。③ 我们将在下文中明确地强调，这些理解几乎都

是错误的。
本文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案例选择这个核心问题。 我们将强调：对于“提

供一个基于因素＋机制的解释”，或者更加特定的“发现或检验机制”的目标来说，“选
择性偏差”不仅是不能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 因此，此前许多基于因素思维对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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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４， １９９７， ｐｐ．４２７－４３１； Ｒｅｎａｔｅ Ｍａｙｎｔｚ，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ｃｒｏ⁃Ｐｈｅｎｏｍｅ⁃
ｎ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３４， Ｎｏ．２， ２００４， ｐｐ．２４１－２４２；周亦奇、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与
机制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第 ３３—３４ 页。

臧雷振、陈鹏：《比较政治学研究选择性偏差及其规避探索》，载《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３９—
５１ 页。



问题的批判都是不成立的。①

更加具体地，我们将给出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来解决所谓“选择性偏差”问题，

以减少案例比较过程中的信息损失，并通过筛选选择机制相同但不同结果的案例来增强

理论的因果杠杆（ｃａｓｕａｌ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和内外部效度。 因为在定性和定量研究中，案例选择

的逻辑是不同的：定量分析的大样本研究不需要讨论抽样的目的，而只需保持抽样的随

机性来实现其代表性；但在小样本的案例研究中，案例的因果杠杆往往更为重要。② 从

因果机制的角度来看，研究者不仅需要基于因变量的案例选择来提高因果解释力，还

要使用基于中间过程和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 这些方法都带有明显的非随机性。

引言之后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二部分回顾和批评了过去案例选择方法的演变以

及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第三部分提出了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法的三个基本逻

辑。 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界定了案例的不同性质，并给出了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

择的基本步骤与原则。 第五部分则用两本著作的对比来展示如何基于因果机制来选

择案例。 第六部分进一步总结和介绍了这种案例选择方法的必要性和理论优势。 最

后一部分是简短的总结。

二　 文献回顾与批评

在社会科学方法普及之前，案例选取带有浓厚的历史学色彩，研究者通常基于直

觉关注出现正面结果的案例，选择因变量非常突出或者极端的案例。 在逻辑上，这类

案例选择方法是基于约翰·密尔（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ｄ Ｍｉｌｌ）的求同法，即试图在一些具有较大

差异的案例中寻找共性。③ 例如在研究国家现代化时，就会选取那些国家现代化较为

成功的案例。④ 杰克·戈德斯通（Ｊａｃｋ 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在研究国家之间的冲突、革命或崩溃

时，同样只选择爆发剧烈的冲突或国家崩溃的案例。⑤ 迈克尔·波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ｏｒ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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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ｅｎｄ Ｌｉｊｐｈａｒ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６５， Ｎｏ．３， １９７１， ｐｐ．６８２－６９３；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Ｗ． Ｍｅｃｋｓｔｒｏｔｈ， “‘Ｍｏｓ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８， Ｎｏ．２， １９７５， ｐｐ．１３２－１５７．

例如西里尔·布莱克编，杨豫、陈祖洲译：《比较现代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杰克·戈德斯通著，章延杰等译：《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６９—１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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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成功学”尽管出版较晚，但其在讨论各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时，仍然只选取正面

案例，如美国、日本、德国、瑞典等这些在战后经济发展非常成功的国家。①

这些只关注特定单一结果的案例选择方法遭到了诸多批评。 最初的批评来自对

样本选择的讨论，即只选择正面案例的求同法容易夸大特定“共性”的作用。 假设某

些成功学将伟人的成功经历归因于那些受到关注的特定因素，就存在一种人为的选择

性偏差，因为这种方法忽视了有些人可能做了完全相同的事情却没有获得成功。② 同

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会导致更难察觉和避免的选择性偏差：一方面，行为体经常会对观

测值进行人为操纵，例如国家往往倾向于公开对自己有利的数据，删除对自己不利的

观测值；另一方面，如果不是回到起点去观察事件，许多竞争失败的行为体会因为“幸
存者偏差（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ｈｉｐ ｂｉａｓ）”而被忽视，例如金融行业中因破产而消失的基金。③ 查

尔斯·蒂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认为，许多学者采取了一种“回溯性”的方式作为研究起

点，即选取小部分在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依然存在的西欧国家进行比较，这就意味着存

在生存者选择性偏差，因为绝大多数国家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了。④

此后的多数定性研究中，研究者通常都会采用正反案例相对比的方法，多数比较

政治研究著作中都在共同使用求同和求异法。 巴林顿·摩尔（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Ｍｏｏｒｅ）用民

主和专制的二分法，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民主化案例同中国、日本和印度进行正反对

比，旨在阐述土地和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⑤ 罗伯特·帕特南（Ｒｏｂｅｒｔ
Ｐｕｔｎａｍ）对意大利的研究中就包含了对南北的对比和南北内部的求同。⑥ 同样地，在
早期历史比较研究的诸多著作中，关于欧洲国家兴起的讨论都包含了两组正面和负面

的案例。⑦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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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研究者批评基于结果的选择方式存在明显的样本选择偏差（ｓａｍｐ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关于选择性偏差的讨论事实上主要集中在对总体和样本的争论之中，即认为存

在非随机性偏差的样本选择会导致无法正确估计总体，从而影响因果推断的有效

性。①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后，詹姆斯·赫克曼（Ｊａｍｅｓ Ｈｅｃｋｍａｎ）等人对计量经济学

中的选择性偏差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② 在对选择性偏差进行批评的基础上，研究者

开始提出基本的样本选择方法，其核心是避免由于对负面案例的忽视而造成样本代表

性不足的问题。 约瑟夫·休伊特（Ｊｏｓｅｐｈ Ｈｅｗｉｔｔａｎｄ）和加里·格尔兹（Ｇａｒｙ Ｇｏｅｒｔｚ）则

提出，对于概念的界定本身也可能会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和研究者想要构建的理论互相

作用，从而带来选择性偏差问题。 例如以此类方式分析危机时，对于危机的不同定义

可能会导致分析结果之间的差异。③ 芭芭拉·格迪斯（Ｂａｒｂａｒａ Ｇｅｄｄｅｓ）明确提到不能

基于因变量来选择案例，他用劳工压制的案例来说明对于因变量的截断可能会导致对

因果效应的严重高估：当给出全体样本而非仅仅是亚洲国家后，劳工压制和经济增长

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不复存在了。④ 加里·金（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和悉尼·韦尔巴（Ｓｉｄｎｅｙ Ｖｅｒｂａ）在其经典论述中同样提到了这个问题，

即只有大样本中的随机选择才能做到忽视变量和取样标准之间的相关性，因此样本选

择过程应当使被解释变量有发生变化的可能。⑤ 但是这类叙述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

往往容易过度地假定了样本之间的同质性，认为其背后必然存在一个将其包含在内且

拥有更多样本量的案例集，而研究的样本可以在其中进行更为广泛的比较（ｂｒｏａｄ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此后，学术界进一步的讨论是围绕选择性偏差和尽可能增加样本的做法，一些研

究者对加里·金等人的倡议提出了不同看法。 首先，尽可能地增加样本数量不一定意

味着可以保证案例的同质性。 有学者批评古典回归分析中先验地假定了在不同单元、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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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或情境中行为基础的相似性，即认为所有样本观察值代表的是同一个总体。① 并

且，试图过度增加样本的结果是将许多无关案例视为负面案例，从而导致因果效应的

估计偏差。 詹姆斯·马奥尼（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和加里·葛尔兹认为负面案例的选择同

样不是样本数量多多益善，而是要基于遵循范围条件和可能性原则来区分不同类型的

案例，排除那些结果本不可能发生或理论适用范围之外的案例。②

其次，早期强调选择性偏差的逻辑前提是认为定性和定量研究是两种相同的方

法，这一观点广受方法论学者的批评。 在亨利·布兰迪（Ｈｅｎｒｙ Ｂｒａｎｄｙ）和戴维·科利

尔（Ｄａｖｉｄ Ｃｏｌｌｉｅｒ）主编的《重新审视案例研究》一书中，许多研究者针对选择性偏差问

题进行了反驳。 其核心内容是指出了加里·金等人为代表的定量研究过度夸大了选

择性偏差的影响，同时认为定性研究的因果逻辑不同于定量分析，定性研究采取的是

案例内分析，旨在寻找自变量在因果过程中产生影响的证据，故而不存在代表性不足

的问题。③ 亚历山大·乔治（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ｅｏｒｇｅ）和安德鲁·班纳特（Ａｎｄｒｅｗ Ｂｅｎｎｅｔｔ）

认为加里·金等人研究的缺陷在于将过程追踪视为增加样本数量的方式，因为过程追

踪注重特定历史案例内部的时序性过程，而非注重跨案例的数据相关性。④ 戴维·科

利尔和詹姆斯·马奥尼以及约翰·格林（Ｊｏｈｎ Ｇｅｒｒｉｎｇ）同样认为应当在更广泛的比较

和维持案例的同质性之间进行权衡，在跨案例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之间进行权衡。⑤

最后，许多研究者也意识到了不同案例之间的功能是不尽相同的，即便是较少的

样本或没有因变量多样性的组合，仍然可以具有一定的因果意义。 道格拉斯·迪安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Ｄｉｏｎ）认为仅选择出现结果的数据是一种应当被允许的重要研究策略，因为

这不仅是基于密尔的求同法逻辑，更是检验必要条件的重要方法。⑥ 杰森·西赖特

（Ｊａｓｏｎ Ｓｅａｗｒｉｇｈｔ）和约翰·格林根据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特征总结出了七种案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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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２， １９９８， ｐｐ．１２７－１４５．



典型案例、多样化案例、极端案例、异常案例、影响性案例、最大相似案例和最大差异案

例。① 而德里克·比奇（Ｄｅｒｅｋ Ｂｅａｃｈ）和拉斯马斯·佩德森（Ｒａｓｍｕｓ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则提出

要根据三种不同的研究目的来选择不同类型的案例，检验理论、建立理论和解释结果

这三种不同目的的案例选择方法是不同的。②

过去的案例选择方法经历了仅从正面案例中总结共性，到逐渐转向正负案例的对

比和强调大样本选择的随机性。 在定性和定量的“两种文化之争”后，一些学者开始

强调案例选择要根据样本特征和研究目的来进行权衡。 但是上述样本选择的方法仅

仅是以因素为基础的讨论，在样本选择过程中仍旧忽视中间过程与机制。③ 然而，在
具体的案例研究中却仍然要通过过程追踪来发现因果机制，这就造成了案例研究方法

和样本选择方法之间的脱节。 因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一个基于因果

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来解决上述困境。

三　 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逻辑

过去的研究者将因果机制的出现视为方法论的革命性剧变，当今的方法论和实证

研究总会强调因果机制的重要性，但是包括案例选择在内的许多研究方法仍然没有因

此发生变化，这可能损害因果解释的有效性。 事实上，无论是忽视因素还是忽视机制

的案例选择方法都是不恰当的。 但是，仍然没有研究者讨论一种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

选择方法，这种方法同基于因素的案例选择方法在逻辑上应当存在一定差异。 两者的

共同之处在于选择结果出现 ／未出现的案例进行正负案例对比，即解决空间维度的变

化或者说是寻找“对比空间（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ｓｐａｃｅ）”案例。④ 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基于因果

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强调“半负面案例”的重要性，即还要选择那些“存在可以让结果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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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Ｊａｓｏｎ Ｓｅａｗ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Ｇｅｒｒｉｎｇ， “Ｃａ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Ｍｅｎｕ ｏｆ Ｑｕａｌ⁃
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６１， Ｎｏ．２， ２００８， ｐｐ．２９４－３０８．

Ｄｅｒｅｋ Ｂ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Ｒａｓｍｕｓ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ｒａｃ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９， ｐｐ．９－２２．

例如 Ｊａｓｏｎ Ｓｅａｗ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Ｇｅｒｒｉｎｇ， “Ｃａ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Ｍｅｎｕ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ｐｐ．２９４－３０８； Ｇａｒｙ Ｇｏｅｒｔｚ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Ｔｗ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Ｒｙａｎ
Ｓａｙｌｏｒ， “Ｗｈｙ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ｔｅｒ Ｃａ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 ｐｐ．１－３６，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１７７ ／ ００４９１２４１１８７６９１０９，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５ 日。

Ａｌａｎ Ｇａｒｆｉｎｋｅｌ，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 ｐｐ．２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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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机制，但却因为各种因素的作用而使得机制中止，最终结果未能出现”的案

例。① 因此，从因变量的角度来看，传统负面案例往往是正面结果差异巨大的结果，旨

在通过正反对比形成鲜明反差，半负面案例则会选择那些接近但未实现正面结果的案

例。 例如在讨论经济增长的问题时，半负面案例法会选择那些原本有机会实现高增长

却没能实现、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 这些案例显然比选取一些前现代的部

落或者失败国家更加有说服力。

笔者用如下三幅图来说明和阐述“半负面案例”的作用。 假设研究者试图证明单

一变量 Ｘ 是 Ｙ 的原因，而 Ｘ 和 Ｙ 的最大取值都是 １。② 如图 １ａ 所示，可以看到通过一

个点可以做出无数条直线，因此如果研究者选择或发现的案例都集中于点 Ａ（Ｘ ＝ １，

Ｙ＝ １）时，那么分析者就无法真正理解 Ｘ 和 Ｙ 之间的关系。③ 早期基于因变量的选择

（往往只选择正面案例）都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可以有无数条直线穿过该点，无法估计

Ｘ 和 Ｙ 之间的斜率。 而在图 １ｂ 中，存在两类案例，分别是点 Ａ（Ｘ＝ １，Ｙ ＝ １）和 Ｂ（Ｘ＝

０，Ｙ＝ ０）。 当研究者选取许多集中于 Ａ 和 Ｂ 附近的点时，至少意味着可以通过两个点

来确立线性关系。 早期的比较政治研究中存在大量此类研究，它们强调正负案例的对

比。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样本量较小时，这种因果关系是脆弱的，仍会受到诸多质疑，

例如 Ｘ 和 Ｙ 之间可能并非线性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点 Ｂ 是一个机制从未启动的案

例，它对于发现的机制的作用非常微弱。 为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还需要增加半负面

案例。 图 １ｃ 在图 １ｂ 的基础上加入了案例 Ｃ（Ｘ＝ ０．５，Ｙ＝ ０．５），即本文所述的半负面案

例，这类案例在过去因果分析中的作用被低估：一方面，从因素的角度来看，案例 Ｃ 排

除了某种倒 Ｕ 型关系，因为三个点同时出现在一条线上时进一步增强因果推断的可

信度；另一方面，案例 Ａ 和案例 Ｃ 同时存在时，就从正反两个方面极大地增强了机制

的可信度。 不同于因果推论中仅仅强调 Ｙ０ 和 Ｙ１ 之间的差异性，④基于因果机制的案

例选择法存在如下的方法论基础。

第一，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吸收了模糊集的思想，提供了变量的连续谱

系，从而使得机制更加容易被观察到，也丰富了样本的类型。 定性分类往往过多地强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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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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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半负面案例的初步讨论参见周亦奇、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与机制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

为何不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第 ３２—５９ 页。
前面两幅图参考了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Ｇｅｄｄｅｓ，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ａｎｄ Ｓａｎｄ Ｃａｓｔｌ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ｐ．１３３－１３５。
参见 Ｓａｍａｎｔｈａ 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 Ｗｈｙ：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Ｃａｕｓｅｓ， ｐ．３９。
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ａｎｄ Ｓｉｄｎｅｙ Ｖｅｒｂａ，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Ｑｕａｌｉ⁃

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ｐ．７８－８２．



图 １　 正面案例、负面案例与“半负面案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调变量之间的二分法，从而忽视了 ０ 和 １ 之间的广泛谱系。 正如查尔斯·拉金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ｇｉｎ）所言，社会现象的多样性不仅存在于其所属的集合，还存在于它们多

大程度上属于这种集合。① 从正负面案例到半负面案例的选择一定程度上是试图降

低操作化过程中的信息损失，同时也使得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更具连续性。 例如有学

者在研究 ２０ 世纪上半叶东亚国家是否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时发现，摩尔的著作仅

仅使用中日进行对比是不够的，即资产阶级较弱（Ｘ ＝ ０）的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

（Ｙ＝ １），而资产阶级较强的日本（Ｘ＝ １）没有实现（Ｙ＝ ０）。② 因此，建议加入资产阶级

相对较弱的朝鲜半岛（Ｘ ＝ ０．５）的案例，其最终只部分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Ｙ ＝ ０ ／

１）。③ 西达·斯考切波（Ｔｈｅｄａ Ｓｋｏｃｐｏｌ）在评估社会革命的问题时为不同变量给出了

·０３·

　 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
􀪇􀪇􀪇􀪇􀪇􀪇􀪇􀪇􀪇􀪇􀪇􀪇􀪇􀪇􀪇􀪇􀪇􀪇􀪇􀪇􀪇􀪇􀪇􀪇􀪇􀪇􀪇􀪇􀪇􀪇􀪇􀪇􀪇􀪇􀪇􀪇􀪇􀪇

①
②
③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ｇｉｎ， Ｆｕｚｚｙ⁃Ｓ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１４９．
参见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第四章和第五章。
Ａｄａｍ Ｇｌｙｎｎ ａｎｄ Ｎａｈｏｍｉ Ｉｃｈｉｎｏ，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Ｔｅｓｔｓ ｉｎ Ｓｍａｌｌ⁃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４５， Ｎｏ．３， ２０１６， ｐｐ．６１３－６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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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序赋值，列出了不同程度的变量组合，这为寻找半负面案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依

据。① 斯考切波的讨论带来的启发是，研究者在讨论革命或者社会崩溃时，那些处于

中间状态的案例不能够被忽视，尤其是革命即将发生却没有发生的情况，例如已经存

在明显动乱迹象的社会。 同样地，在讨论 １８ 世纪欧洲的现代化改革时，那些相对临近

成功却仍然失败的国家（如法国），对于现代化研究的意义就尤为突出。②

第二，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借鉴了过程追踪的逻辑。 相对于传统定量分

析中的数据集观察值（ｄａｔａ⁃ｓｅ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戴维·科利尔等人提出了因果过程观察

值（ｃａｕｓ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的重要性，因为它提供了关于情境、过程和机制的信

息。③ 科利尔等人认为，进行案例内研究时，如果研究者仔细筛选证据，区分自变量的

影响和每种情况下的误差，跨案例比较可以避免定量研究中的选择性偏差问题。④ 过

程追踪不是简单的历史叙事，而是通过展现因素的相互作用和机制的运行，从而检验

自己的理论和假说是否有效。 这类过程追踪的理论基础不同于频率学派的贝叶斯方

法，它基于对事件而非变量的观察。 这些事件通过一定的时序组成了事件链，对任何

事件的反事实删除将导致所有后续事件的不复存在。⑤ 同时，半负面案例的作用在于

其所包含的因果过程观察值可以作为正反案例检验特定阶段因果机制的真实有效性。

如表 １ 所示，半负面案例有助于通过密尔方法⑥（尤其是共同使用求同法和求异法）来

强化对中间过程的因果推断。 在初始阶段，各个案例都出现类似的现象（反之则不具

备可比性），这是案例同质性的基础，它主要基于求同法的逻辑。 在中间阶段，通过对

传统负面案例和半负面案例的比较可以得知，Ｘ 不为 ０ 时该因果机制才会被部分启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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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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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此时半负面案例作为中间阶段的“正面结果”。 在最终阶段，通过对半负面案例和

正面案例的比较可以得知，只有当 Ｘ＝ １ 时，因果机制才够被完全实现，此时半负面案

例作为最终阶段的“负面结果”存在。① 通过表 １ 同样可以看出不同类型案例对于因

素和机制的贡献，如果仅有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就无法捕捉中间过程，因此基于因果

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可以更为充分有效地利用因果过程观察值所蕴含的信息。

第三，社会科学中的案例比较某种程度上就是追求接近“准实验状态”，而基于因

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比传统负面案例更接近实验方法。 实验方法不仅通过控制变

量实现一种共变，更为重要的是实现对过程的控制。 如果研究者可以在两个结果不同

的案例（正面案例与负面案例）中识别出相同的机制，那么就会对所识别的机制更有

信心，即认定在两种不同结果之间，潜在的机制是相同的。② 例如在观察过量生长素

对于植物的生长拮抗作用（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的机制时，就需要实现对过程的控制：那些拥

有充分的养料和光照的侧芽仍然无法生长，而一旦顶端优势被解除后，侧芽生长素浓

度降低，就会迅速生长；如果再往顶端加入合成的生长素，侧芽的生长又会重新停

止。③ 从因果机制的视角来看，半负面案例的作用在于通过展示那些只进行到一半的

因果机制———近似“控制机制”使其“停滞”于中间阶段（见表 １）———从而检验其真实

性。 再以碳氧化的案例来说明，碳氧化需要两个步骤，即先通过反应 １ 先生成中间产

物一氧化碳（ＣＯ），再通过反应 ２ 生成最终产物二氧化碳（ＣＯ２）。

Ｃ ＋ Ｏ２ → ２ＣＯ（反应 １）

２ＣＯ ＋ Ｏ２ → ２ＣＯ２（反应 ２）

表 １　 正面案例、负面案例与半负面案例

自变量 ／各阶段结果 初始阶段 中间阶段 最终阶段 结果 对因果解释的贡献

Ｘ＝ １
（正面案例） √ √ √ １ 对因素和机制都是强有力

的贡献

Ｘ＝ ０．５
（半负面案例） √ √ × ０．５ 对因素和机制都是强有力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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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自变量 ／各阶段结果 初始阶段 中间阶段 最终阶段 结果 对因果解释的贡献

Ｘ＝ ０
（传统负面案例） √ × × ０ 对因素有贡献，对机制贡

献非常有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从变量的视角讨论上述问题时，可以看到该机制的因变量是碳的化合物，自变量

则是氧气，因变量经历了 Ｃ→ＣＯ→ＣＯ２ 的变化。 当氧化反应没有进行时（如氧气量为

０ 时），就可以视作传统意义上的负面案例，其因变量仍然是 Ｃ；当这个氧化机制因为

氧气量不足而停留在中间阶段时，碳的不完全燃烧仅仅产生 ＣＯ 或者 ＣＯ 与 ＣＯ２ 的混

合气体，就属半负面案例；当存在足量的氧气时，则属于正面案例，即因变量为最终产

物 ＣＯ２。 在了解碳氧化的机制时，仅察看正面案例与传统意义上的负面案例是不够

的，半负面案例中的中间产物 ＣＯ 极大程度地提高了上述化学反应机制的可信度。 因

此半负面案例对于“控制”因果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它也展示了在氧气不足的空

间内燃烧碳所带来的风险。

四　 因果机制与案例选择的具体操作规则

在进一步讨论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的具体操作之前，需要区分和澄清几组基

本概念，图 ２ 展示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 第一，区分同质性案例和非同质性案例。

这两种类型的区分主要来自马奥尼和葛尔兹提出的“范围条件（ｓｃｏｐ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即

强调要选择具有相似背景的案例，无关案例的讨论无助于否定或肯定理论本身，反而

会干扰因果推断。① 第二，区分符合理论预期的案例与不符合理论预期的案例，或者

称之为“异常案例（ｄｅｖｉａｎｔ ｃａｓｅ）”。 在一些早期的讨论中，对于负面案例和异常案例

的区分仍然是模糊的，例如丽贝卡·埃米（Ｒｅｂｅｃｃａ Ｅｍｉｇｈ）将负面案例理解为解释和

预期结果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案例。② 因此需要澄清这两者属于不同类型的区分，符

合理论预期的案例（如负面案例）一定程度上会增强或者至少不会削弱理论的可信

度，而不符合理论预期的案例则可能对理论构成挑战，因为它与理论预期的结果不同。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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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符合理论预期的案例中区分结果出现和不出现的案例。 这两种类型的案例都

符合理论预期：前者会出现正面结果（如发生革命），而后者则会出现负面案例（如没

有发生革命）。 此外在负面案例中也存在一种出现正面结果概率极低的案例，本文称

之为“不可能案例”。

图 ２　 因果机制与案例类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以上三组概念是传统的、基于因素的案例区分方法。 这些区分方法的缺陷在于没

有区分同样的结果是否由相同机制 ／路径所导致，这是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第四种区

分（即在椭圆形中所包含的案例）。 在具有相同机制的案例中，同样存在正面案例与

负面案例。 具有相同机制的正面案例，其含义接近约翰·格林对“路径案例（ｐａｔｈｗａｙ

ｃａｓｅ）”的定义，即控制了其他条件之后，只要变量 Ｘ 对结果 Ｙ 产生影响，就可以认为

至少展示一条具体的路径。① 具有相同机制的负面案例，则被视作“半负面案例”，讨

论的是因为某项因素（如拮抗剂）而使得机制部分推进但没有得到完全实现的案例。

此外，在具有相同的因果机制的案例中，还存在一些同理论预期不同的结果，其定义接

近格林的“影响性案例（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ｃａｓｅ）”。 它展示的是看似同理论预期不同的结果，

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异常案例，或者说当充分理解特殊案例的具体环境时，可以发现

这些案例不会挑战理论的内核。② 从因果机制的角度来看，即便相同的机制在不同情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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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ｃｏｎｔｅｘｔ）下也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① 在影响性案例中，这些因素由于追求理论的

简约性等原因而不被纳入框架，当研究者对这些极端案例进行细致考察时，仍然可以

认为这些案例是支持而非证伪理论所宣称的因果机制。 因此，基于机制的案例选择方

法遵循了图 ２ 的路径。 它需要首先通过基于因素的类型学检验，然后分离出那些具有

相同机制的路径案例和半负面案例。 这种案例选择方法大致遵循了如下步骤。

步骤 １：确立理论适用的基本条件，规划理论研究的总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实证研究

中对于样本总体的规划基于相同的范围条件，以避免情境和概念上的巨大差异。 同质

性假设是案例研究的基础，而时空范围的一致性是保证同质性的基础，因为这意味着

对各类历史和文化要素的控制。② 例如不同情境下的地理概念存在巨大差异，故而不

能用古代的海权来类比当代的海权。③ 再比如斯考切波的社会革命理论仅适用于欧

洲，因此不能用拉丁美洲殖民地的案例来反驳她，④而她本人也表示不能将该理论用

于 ２０ 世纪伊朗等国。⑤ 多数关于选择性偏差的理论事实上描绘的是对因变量取值进

行裁剪所造成的各类以偏概全，例如仅选择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没有经济奇迹的国

家。⑥ 在限定具体时空范围后（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研究案例的总体就呈现

出清晰的界定，这类问题就不难避免。

具体而言，对于研究范围条件的定义需要区分其所包含的事件起止的时间节点。

事件起止状态的选择同样需要建立在对因果机制的理解之上，往往是以相对稳定的状

态或者重大事件作为里程碑式的标记，因为初始状态意味着先期条件的影响变得微

弱，而结束状态则意味着特定范围内的事件已经处于至少阶段性的终结。 对于样本总

体的定义需要基于事件起始状态而非结果，这样做可以减少典型的幸存者偏差问题。

例如在经典的“幸存轰炸机”案例中，起飞之前而非返航之后的轰炸机的集合才是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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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ｌｉａ Ｇ． Ｆａｌｌｅｔｉ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ａ Ｆ． Ｌｙｎｃｈ，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９， ２００９， ｐｐ．１１４３－１１６６．

参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ｇｉｎ， Ｄｉｒｋ Ｂｅｒｇ⁃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ｒ ａｎｄ Ｇｉｓèｌｅ Ｄｅ Ｍｅｕ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
ｏｄｓ，”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ｏｏｄ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ｎ⁃Ｄｉｅｔｅｒ Ｋｌｉｎｇｅｍａｎｎ， ｅｄｓ．， Ａ Ｎｅｗ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
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ｐ．７５１－７５２。

叶成城：《重新审视地缘政治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１０９ 页。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Ｇａｒｙ Ｇｏｅｒｔｚ，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ｐ．６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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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偏差问题参见臧雷振、陈鹏：《选择性偏差问题及其识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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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总体。① 对于事件终结时间的清晰界定同样是重要的，因为一旦理论假设本身包含

相应的时间节点，就可以避免未来的突发事件对于理论的威胁。 例如同样是定义国家崩

溃，托马斯·比宾斯基（Ｔｈｏｍａｓ Ｐｅｐｉｎｓｋｙ）用“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国家是否崩

溃”，就比詹森·布朗利（Ｊａｓｏｎ Ｂｒｏｗｎｌｅｅ）用“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是否崩溃”要

更为严谨。 因为前者只需要考察金融危机出现后数年时间的变化而不必对更远的结果

负责，而后者的结论可靠性则受到了更不确定的未来的影响。 例如作者当时认为不会崩

溃的埃及就在其著作出版四年（２０１１ 年）后崩溃，这就削弱了其理论的可信度。②

步骤 ２：基于相似的时空情境，给出合理的理论假设使得多数案例符合理论预期。

在确定样本总体之后，研究者就需要建立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合理的关系，即基于因

素进行因果推断。 在是否对小样本案例进行随机选择的问题上，即便定量的学者也承

认，这种情况下的随机选择会造成更多问题。③ 在中小样本的案例研究中，往往采用

类型学方法来确保绝大多数案例符合理论预期。 以双自变量理论模型为例，假设变量

Ｘ１ 与 Ｘ２ 是因变量 Ｙ 出现的“充分条件”，④需要保证在步骤 １ 中所限定的绝大多数案

例都落入符合理论预期的单元之内，即表 ２ 中的类型 １—４ 都是与理论预期相符的案例。

反之，类型 ４—８ 则会削弱理论的解释力，属于不符合理论预期的“异常案例”。 一旦存

在过多偏离预期的案例时，就意味着可能存在遗漏变量或者范围条件的错误设置等问

题。 研究者需要重新调整情境和理论，直到因素在类型学上的相关性总体符合预期。

与此同时，在符合预期的案例中，需要区分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 在表 ２ 中的类

型 １—４ 展现了这些案例类型。 类型 １ 表示了结果出现的案例，属于正面案例，而在类

型 ２—４ 中，结果没有出现。 葛尔兹和马奥尼认为，类型 ４ 的特殊性在于，所有的自变

量和因变量都为 ０，即意味着在理论上结果不可能出现。 因此，他们将类型 ２ 和类型 ３

定义为负面案例，而类型 ４ 作为负面结果也经常包含了结果不可能出现的案例。⑤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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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例试图说明的问题是，不能因为飞回的轰炸机机翼中弹最多就认为需要加固机翼，因为机身中弹就

意味着坠毁。
Ｊａｓｏｎ Ｂｒｏｗｎｌｅ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Ｔｈｏｍａｓ Ｐｅｐｉｎｓｋ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ａｎｄ Ｓｉｄｎｅｙ Ｖｅｒｂａ，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Ｑｕａｌｉ⁃
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１２２．

从机制的角度来看，因素组合本身不足以构成充分性，这里用带引号的充分条件指代布尔逻辑意义上的

充分条件。
马奥尼等人将这类出现正面结果概率极低的案例称为无关案例（ 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ａｓｅｓ）是不够准确的，因为部

分案例仍然可以对结果起到微弱的支持作用，并非与因果解释无关。 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Ｇａｒｙ Ｇｏｅｒｔｚ，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ｐ．６５３－６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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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的符合 ／偏离预期的案例对于理论的促进或削弱作用是不同的。 就案例在因果

解释中的作用而言，基于贝叶斯逻辑，类型 １、类型 ２ 和类型 ３ 中的案例对于理论的促

进作用较强（尤其在同时出现时），而类型 ４ 中的案例无法或者只能微弱地增强理论

的可信度。 在寻找或检验机制时，它的作用非常有限。 因为在类型 ４ 的案例中所有可

能激发因果机制的因素都不存在，从而造成机制无法被观察，并且结果出现的可能性

极低。 例如在讨论特定因素和机制对高福利社会出现的影响时，至少需要排除那些极

度贫穷且资源匮乏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几乎不可能出现高福利社会。

表 ２　 案例性质与理论预期①

变量 类型 自变量 Ｘ１ 自变量 Ｘ２ 因变量 Ｙ

符合理论
预期的案例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０ ０
３ ０ １ ０
４ ０ ０ ０

偏离理论
预期的案例

５ １ １ ０
６ １ ０ １
７ ０ １ １
８ ０ ０ 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步骤 ３：筛选具有相同机制的正面案例。 由于社会科学的复杂性，仅基于因素进

行因果推断很难真实地理解背后的因果机制，尤其无法区分结果出现是否基于相同机

制。 许多研究建立了变量之间稳健的正向或负向相关关系，但是只能非常有限地促进

对因果机制的思考，这些案例中变量之间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黑箱。② 因为仅观

测到恒常联结可能会提出错误的因果关系，例如早期西方社会发现精神病人数量和罪

犯数量比值大致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失衡是犯罪的原因。 最近的研究则证明，
失业是心理失调和犯罪二者的共同来源。③ 因此即便结果与理论预期相符，当真实机

制无法被检验或明晰时，理论的可信度仍会存在疑问。

寻找因果机制需要以正面案例为基础，因为只有正面案例才可能展现完整的机

制。 研究者需要在正面案例中审视因果变量发挥作用的路径和方式，通过研究正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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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化讨论，最初设定基本的理论预期时，将结果不为 １ 的情况（如 ０．５）都视为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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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邦奇著，吴朋飞译：《在社会科学中发现哲学》，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３６—３７ 页。



例中的路径案例，寻找出具有共性的因果过程。 首先，路径案例与传统意义上的正面

案例的分类差异在于，路径案例还考察了这些相似正面案例在不同关键节点（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ｕｒｅ）的共性，区分了因变量在因果机制不同阶段的标志性变化。 发现一个因

果机制在多个案例中产生相似的结果时，就找到了同质性的证据。① 基于因果机制的

案例选择不仅需要说明关键解释变量的变化，更要包含能够说明核心机制运转变化的

路径案例，从而能够明确甄别那些关于核心机制的相互竞争的理论。② 其次，在同质性

的案例中寻找和发现共同的因果机制。 这类案例的作用就在于完整地展现了因变量在

各个因果机制的各个链条与环节的具体变化过程。③ 基于模糊集的视角来看，每一个阶

段的变化都有其潜在的意义，即因变量从“Ｙ＝０→Ｙ＝０．５→Ｙ＝１”的过程。 例如将制度变

迁视作因变量（Ｙ＝１）时，一些前期的准备和动员都可以被视作制度变迁的渐变过程：通

常先有观念性的变化，还存在准备阶段或动员阶段，然后经历相应的权力斗争，最终创立

和延续新制度。④ 最后，讨论在特定的情境中，各类自变量在因变量变化过程中所起到

的作用。 因变量的每一个过程通常都不是自发的，而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碳氧

化的机制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这些变量同样分为两类。 其一是核心因素的作用，例如

氧气在碳氧化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这类核心因素往往在统计学或类型学上呈现最明

显的相关性。 其二是辅助性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未必能展现出相关性，但并非无关要

素，往往可以起到加速或者减缓机制的作用，例如氧化反应中的温度和催化剂等。

步骤 ４：选择半负面案例进行比较。 同因素性分析一样，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

择同样需要加入负面案例以考察那些“被中止的机制”，从而更好地理解因果机制在

正负案例中的作用。⑤ 半负面案例的选取逻辑与路径案例是相似的，都是基于因果机

制的一致性。 半负面案例可以根据时间节点分为两部分：在前半部分机制展开的阶

段，其因果过程观察值与路径案例是一致的；后半部分因果机制在特定阶段“中止”，

从而在结果上造成同路径案例之间的差异。 因此，选择半负面案例的目的是强调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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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Ｙｉｈａｎ Ｘｉｏｎｇ ａｎｄ Ｈｕｉ Ｌｉ， “ Ｄｏｅｓ Ｏｉｌ Ｃａｕｓ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ｒａｃ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２６， Ｎｏ．３， ２０１７， ｐ．３７０．

这部分参见 Ｄｅｒｅｋ Ｂ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ｇｏ Ｒｏｈｌｆ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ｉｎ Ｓｅ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Ｄｅｂａｔ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４７， Ｎｏ．１， ２０１８，
ｐｐ．１２－１５。

关于制度变迁的讨论参见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１。

Ｋｉｍ Ｓａｓｓ Ｍｉｋｋｅｌｓｅ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Ｓｅ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ＭＭＲ，”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７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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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部分展开，通过对比路径案例和半负面案例来察看因果机制中的特定因素缺失

对结果的影响。

一方面，研究者需要察看具有相似中间因果过程的观察值的案例。 因果机制在半

负面案例中经常被抑制，因此时常不能被完整地观察到。① 因此，甄别半负面案例的关

键是部分展开的因果机制所产生的因果过程观察值。 以前文所述的化学反应为例，尽管

没有获得最终产物 ＣＯ２，但是反应的中间产物 ＣＯ 是作为选取半负面案例的依据。 在国

际政治中同样如此，假设将战后美国使用核武器为正面案例（并未发生，仅存在于反事实

层面），那些风平浪静的时刻即传统的负面案例，但是更有研究价值的是出现一定危机

之后美国却因为“核禁忌（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ａｂｏｏ）”而没有使用核武器的案例。②

另一方面，选择负面案例时，还需要察看主要的因果变量在特定阶段所起的作用。

亚历山大·乔治（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ｅｏｒｇｅ）和安德鲁·班纳特将因果机制理解为原因和结果

之间的干涉性过程。③ 半负面案例意味着因果过程部分展开，直至特定阶段受到特定

因素的干涉性影响。 如果能识别出在两种不同的结果中运行的相同机制，一个出现正

面结果而另外一个出现“半负面”结果，就可以更加确信所讨论的机制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在两个不同的结果之间，潜在的机制是相同的。 例如约翰·欧文（Ｊｏｈｎ Ｏｗｅｎ）在

讨论民主认知对和平的影响时，认为民主制度可以通过制度性辩论和反对攻击民主国

家的意识形态来阻止战争，其采用了正反案例的机制性对比。 正面案例是 １７９６—

１７９８ 年的法国和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使得美国持有“不要发动针对法国人民的战

争”的认知，托马斯·杰斐逊（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等人通过国会施压在濒临战争时阻止

了詹姆斯·麦迪逊（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ｄｉｓｏｎ）政府对法国的全面战争。 半负面案例是 １８０３—

１８１２ 年的英国和美国。 尽管两国事后看来都属于民主国家，但是由于共和党人控制

了国会并煽动战争，同时托马斯·杰斐逊等人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厌恶其母国英国而不

将其视作民主国家，因此民主—和平的机制被抑制而未能发挥作用，最终没有阻止美

国对英国发动战争。④ 显然，这两组案例的选取要比两个完全非民主国家爆发战争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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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周亦奇、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与机制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第 ４１—４２ 页。
Ｎｉｎａ Ｔａｎｎｅｎｗａｌｄ，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ａｂｏ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ｎ⁃Ｕｓ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５，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Ｍａｓ⁃

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ｐ．１６５．
Ｊｏｈｎ Ｍ． Ｏｗｅｎ， “Ｈｏ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２，

１９９４， ｐｐ．８７－１２５； Ｊｏｈｎ Ｍ． Ｏｗｅｎ，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Ｗａ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传统的负面案例）要更有说服力。

最后，通过正负面案例的对比确定了大致的因果机制之后，研究者可以查看结果

不同于理论预期的“异常案例”中是否存在相同的因果机制，即格林等人所说的“影响

性案例”。 基于因果机制思考这些案例的时候，如果仅仅是未被纳入理论中的特定变

量赋值变得非常极端，事实上这些异常案例是支持而非削弱理论的。① 因此在影响性

案例中，往往可以借此发现被遗漏的变量。 例如根据托马斯·埃特曼（Ｔｈｏｍａｓ Ｅｒｔ⁃

ｍａｎ）在《利维坦的诞生》一书中的理论预期，近代早期的丹麦应当成为世袭立宪主义

国家，而结果却成了官僚专制主义国家。 这看似异常案例，然而埃特曼对丹麦的历史

进行细致考察时发现，在 １６６０ 年丹麦的国家建设受到德意志模式的启发和对瑞典战

争失利的影响被迫从世袭立宪主义转向官僚专制主义。② 故而可以将丹麦视作理论

之外的特定要素所导致的异常，但是丹麦早期国家建设的核心机制仍然与其理论一

致。 此外，还有一些看似“异常”的结果，可能是由于情境的差异所导致的，如果可能

在其中发现相似的机制，则不仅可以强化理论的解释力，甚至可以拓展机制的外部效

度和适用范围。

五　 因果机制与案例选择：两本著作的比较

在讨论了具体的案例选择方法后，本文将用上述规则去分析和审视《构建国家：

意大利和德国的形成以及联邦制的困境》（简称《构建国家》）和《捍卫民主：对两战期

间欧洲极端主义的反应》（简称《捍卫民主》）这两本著作中案例选择的优缺点，通过重

新审视两本著作中的案例选择方式作为例证来展示上述方法和框架的可操作性与在

因果解释中的作用。

（一）构建国家：联邦制还是单一制

丹尼尔·齐勃拉特（Ｄａｎｉｅｌ Ｚｉｂｌａｔｔ）在《构建国家》一书中，用地区性制度和联邦主

义意识形态两个因素构建其理论，探讨国家最终构建为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国家。 他发

现只有具备强地区制度和强联邦主义意识，才能够构建联邦制国家，反之则会成为单

·０４·

　 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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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时候案例偏离理论预期是由于具体情境的差异或者出于理论精简性而舍弃不太重要的变量（即基于

精简性的“奥卡姆剃刀”原则），但在个别案例中这些变量会对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Ｔｈｏｍａｓ Ｅｒｔｍａｎ，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ｕ⁃

ｒｏｐｅ， ｐｐ．３０６－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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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国家。 他的案例选择见表 ３。①

首先是相似的时空情境和初始条件的选择。 从作者的绝大多数案例选择来看，其

时空范围主要集中于“第二波现代化”时期的欧洲。② 因此，作者提到的 １７０７ 年的英

国、１９２０ 年的奥地利和 １９９３ 年的比利时可以视作不同情境的案例，违背了案例选择

的“同质性”原则，但由于并非重点分析的案例故而对于因果分析的影响甚微。 其次，

从类型学角度来看（见表 ３），除了 １９９３ 年后的比利时外，齐勃拉特的案例选择与理论

预期基本一致，即只有两个自变量（联邦主义意识和地区性制度）同时为强时，结果才

会出现。 正面案例只有 １９２０ 年的奥地利、１８７１ 年的德国和 １８４８ 年的瑞典；而在负面

案例中，其他国家构建结果都是单一制国家。 再次，通过重点察看作为正面案例的德

国联邦制国家构建过程，齐勃拉特的因果机制可以总结为：国家构建时刻的联邦主义

需求→联邦制度供给→谈判形成联邦制国家。③ 最后，在正反案例的对比中，负面案

例由于缺乏特定要素使其因果机制冻结在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如果缺乏联邦主

义的需求（缺乏联邦意识）联邦制就无从谈起（如丹麦），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如意大

利）由于地区制度效率低而无法自治，最终在国家构建的关键时刻（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ｍｅｎｔ）

决定了新国家的制度设计。 意大利在其因果叙事中仍然更加接近传统的负面案例，因

为作者将大量篇幅（尤其是次国家数据）用于佐证和描绘因素的赋值，即意大利的地

区主义制度较德国要更弱。 但是作者对于意大利为何曾一度尝试构建联邦制但是最

后未能推行的过程叙述相对有限。 此外，作为异常案例的比利时（１９９３ 年），作者认为

这是制度重新设计的结果，如果以 １９９３ 年作为国家重新构建的时刻，比利时同样具有

较强的联邦主义意识和地区性制度，因此该案例似乎是一个“异常值”，但实际上却仍

然是支持作者结论的。④

（二）捍卫民主：边缘政党策略与欧洲民主制度的存亡

在乔瓦尼·卡波奇（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Ｃａｐｏｃｃｉａ）的著作《捍卫民主》讨论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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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ｎｉｅｌ Ｚｉｂｌａｔ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ａ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ｚｚｌｅ ｏｆ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本文将 １７８９—１９４５ 年定义为“第二波现代化”时期，关于现代化“波次”的区分讨论参见叶成城、唐世

平：《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黄昏”———法国与西班牙的改革之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２—１５４ 页；王子夔：《现代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从“类型”到“分波次”》，载《学术月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１７７—１８４ 页。

Ｄａｎｉｅｌ Ｚｉｂｌａｔ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ａ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ｚｚｌｅ ｏｆ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ｐｐ．５７－７８．

Ｄａｎｉｅｌ Ｚｉｂｌａｔ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ａ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ｚｚｌｅ ｏｆ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ｐ．１４９； Ｊｏｈｎ 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ｅｌｇｉｕｍ：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期间，欧洲民主国家遇到极端主义（如分离主义、纳粹主义等力量）的挑战时，欧洲国家如何

通过政治策略和制度安排来捍卫民主。① 如表 ４ 所示，他用了基于结果的案例选择方法

来区分案例的类型，使用了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民主制度中现任统治者和反体制

者的斗争作为政治进程的主要特征，第二个维度是民主是否被极端主义取代。② 其核

心观点是：在遭受强有力反对派挑战的国家中，那些可以团结边缘政党的国家最终可

以维持民主制，反之则会被极端主义政权所取代。

表 ３　 《构建国家》中的案例选择

变量 Ａ ／变量 Ｂ 弱地区性制度（Ｂ－） 强地区性制度（Ｂ＋）

联邦主义
意识强（Ａ＋）

负面案例（单一制）：
意大利（１８６１ 年）、荷兰（１８１４ 年）

正面案例（联邦制）：
奥地 利 （ １９２０ 年 ）、 德 国 （ １８７１
年）、瑞典（１８４８ 年）

联邦主义
意识弱（Ａ－）

不可能案例（单一制）：
法国（１７９１年）、芬兰（１９１７年）、冰岛（１９４４ 年）、
瑞典（１８０９年）、爱尔兰（１９３７ 年）、葡萄牙（１８２２
年）、挪威（１９０５年）、比利时（１８３１年）
异常案例：比利时（１９９３ 年）成为联邦制国家

负面案例（单一制）：
丹麦 （ １８４９ 年 ）、 西 班 牙 （ １８１２
年）、英国（１７０７ 年）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 ４　 《捍卫民主》中的案例选择

结果 变量 ／维度
民主制度中现任统治者和反体制者的斗争作为政治进程主要特征

是 否

民主崩溃
边缘政党战
略：背叛

（１） 被 极 端 主 义 接
管：意大利、德国

（４）民主制中断或先发制人的政变：保加利亚、
葡萄牙、波兰、立陶宛、南斯拉夫、奥地利、爱沙
尼亚、拉脱维亚、希腊、罗马尼亚

民主维持
边缘政党战
略：合作

（２） 被挑战后存活：
捷克斯洛伐克、芬兰、
比利时、（法国）

（３）未被挑战且存活：荷兰、挪威、瑞典、丹麦、瑞
士、英国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我们仍然按照此前所提到的步骤来审视卡波奇的研究设计。 首先，从案例选择角

度来看，卡波奇所选样本的时空边界更为清晰和严密。 相比齐勃拉特或者早期的摩尔

和斯考切波，卡波奇直接将时空限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实现了在该时空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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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下的“全样本选取”，自然也完全规避了选择性偏差问题。 其次，从类型学的角度

来看（见表 ４），卡波奇的研究属于单变量模型，只有一个核心变量即边缘政党战略，而

反体制政党的实力则属于情境变量，即只讨论反体制政党实力较强的情况。 正面案例

是民主国家被极端主义接管，即当时法西斯化的意大利和德国；负面案例则是那些被

挑战后民主制度仍然存活的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比利时以及法国。 这些案

例全部符合理论预期，不存在异常值。 再次，尽管卡波奇没有直接说明是民主维持还

是民主崩溃的结果是正面案例，但从因果机制的角度来看，显然是后者。 因为讨论的

是民主制度经历了一系列挑战而崩溃的过程。 卡波奇用德国和意大利的案例来阐述

具体的因果机制，其机制可以总结为：极化和分裂的政党体系与社会动荡→极端主义

政党对现有政党联盟构成挑战→联盟重组过程中部分政党叛变→联盟分裂与民主崩

溃。① 最后，相对于正面案例，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比利时则属于负面案例，即它们展

现的是民主制度遇到挑战，并且联盟内部同样有部分政党叛变，但是最终仍然通过团

结边缘政党的策略阻止了民主制度的崩溃。 卡波奇根据极端主义带来的挑战的风险

程度对传统的负面案例和半负面案例进行区分。② 卡波奇用极端主义政党在下议会

中占据的席位比例来测量极端主义的风险，其中风险最高的是作为正面案例的德国和

意大利。 风险居中的是作为半负面案例的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和比利时，在这三个国

家中，极端主义的压力同样造成了联盟内部的叛变，已经对民主制度构成严重威胁，而

当时的执政者通过团结边缘政党以及限制、镇压极端主义的活动保障了制度的稳固。

风险最低的则是作为传统案例的荷兰、挪威、瑞典、丹麦、瑞士和英国（法国则介于负

面和半负面案例之间），在这些国家中极端主义没有构成对民主制度的本质威胁，尤

其是没有造成执政联盟内部的分裂与叛变，因此几乎无法观察到因果机制。 很显然，

如果基于能动者的视角来察看危机应对措施对于民主制度的作用时，那些“临危受命”

的半负面案例比“风平浪静”的传统负面案例要更有研究价值。 那些阻止民主崩溃的策

略相当于前文所述的“拮抗剂”，即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冻结或中断已经被“启动”且部分

进行的因果机制。 此外，由于作者只讨论那些被极端主义威胁导致的民主崩溃，类型 ４

（民主制中断或先发制人的政变）的情况不在其讨论范围之内。 因此，卡波奇关于民主

崩溃 ／维系的理论解释力要高于缺乏机制或没有控制时空的一些相关研究。③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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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本著作的比较

齐勃拉特和卡波奇的研究都在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比较研究著作之列。 如表

５ 所示，从时空范围来看，卡波奇的时空范围选择更为聚焦，因此也具有更强的同质

性。 而齐勃拉特的部分案例违背了条件范围的原则，但由于并未涉及对核心案例的比

较，对总体结论影响甚微。 在具体的变量和案例处理中，可以看出基于因素和基于机

制的案例选择的不同之处。 齐勃拉特对于情境和变量的区分较为模糊，因为其研究设

计仍然更多的是基于因素的分析。 对意大利的过程追踪更多的是描绘国家的统一进

程，对于意大利在建国过程中如何在单一制和联邦制之间摇摆的讨论则略显不足。 因

此，其案例分析可以较好地体现因素同结果之间的关联性，但是对于发现机制的作用

仍然不够。 而卡波奇明确区分了案例分析的情境与核心变量的差异，其目的在于更好

地筛选和重点分析半负面案例。 卡波奇全书近一半篇幅都在通过过程追踪来讨论那

些存在民主崩溃的国家如何捍卫其制度，而对正面案例的讨论相对简略，因而可以更

好地展现机制对结果的影响。

表 ５　 两本著作案例选择的比较

著作 齐勃拉特（２００６ 年） 卡波奇（２００５ 年）

时空范围 第二波现代化中的欧洲（１７８９—１９４５ 年） 两战期间的欧洲（１９１９—１９３９ 年）

情境变量 较强的联邦主义意识（较少区分） 较强的极端主义挑战

核心变量 地区制度强弱 边缘政党策略

因素分析 较为明确 相对模糊

核心案例 正面案例与负面案例（德国和意大利） 三个“半负面案例”（捷克斯洛伐克、芬
兰、比利时）

案例分析的
因果贡献　

对理解因素有很强的贡献但对发现机制的
贡献有限

对因素的讨论相对较少但对发现机制
有较强贡献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六　 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的理论优势

前文用两本著作作为范例进一步说明如何基于机制选择案例以及具体的操作流

程。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重点讨论上述案例选择方法所具备的优势，主要从变量和案

例选取、内外效度问题、因果机制与时空的关系以及在反事实分析中的作用这几个方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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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阐述。

首先，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有助于考察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选择

恰当的案例进行研究。 在案例研究的过程中最具优势和便捷的操作方法仍然是通过

正反案例的配对比较来增强因果解释力。① 以表 ２ 中的双变量模型为例，在负面案例

（即 Ｙ＝ ０）中，类型 ２（Ｘ１ ＝ １，Ｘ２ ＝ ０）和类型 ３（Ｘ１ ＝ ０，Ｘ２ ＝ １）的差异单单在布尔代数上

是无法区分的。 定量研究中同样存在类似差别，例如在讨论自变量 Ｘ１ 和 Ｘ２ 之间的交

互影响时，数理公式本身无法区分这两个变量中哪个是主要变量，哪个是次要变量。②

因此基于因素的案例研究会面临选择哪个变量作为主要变量的问题，即面临在进行因

果解释的时候，选择类型 ２ 还是类型 ３ 作为负面案例的困惑。 而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

选择可以较为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优势在齐勃拉特的著作中可以看出。 在齐勃

拉特的研究中，正面案例是德国（建立联邦制），负面案例选择则会面临是意大利还是

丹麦的难题。 从联邦制国家构建的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的联邦主义需求（即较

强的联邦意识）是“启动”因果机制的必要条件，故而选择半负面案例时必须选择具有

强联邦意识的国家。 因此，齐勃拉特选择意大利而非丹麦作为负面案例，并且在具体

的过程追踪中，他在案例研究中简单叙述了意大利曾经试图实行联邦制，但是由于缺

乏地区制度的效率而放弃，而丹麦等国则没有这种尝试。③

其次，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有助于兼顾内部和外部效度。 传统的定性和定量

之争很长时间内都是方法论研究最为核心的话题。 马奥尼等人认为基于定性和定量

两种研究方法的样本观测值是不同的，前者是案例间的数据集观测值，讨论的是结果

的原因（即平均因果效应），而后者是基于因果过程观察值，讨论的是原因的结果。④

案例研究中往往面临内外部效度不能兼顾的问题，例如认为基于外部效度的定量分析

长于检验因果假设，基于内部效度的定性研究长于产生因果假设。 丹尼尔·利特尔

（Ｄａｎｉｅｌ Ｌｉｔｔｌｅ）认为，尽管案例间的数据集会限制因果假设，但不足以取代这些因果假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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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研究人员仍然需要考虑假设的因果链，然后根据新的证据对其进行检验。① 基于

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之所以可以兼顾两种效度 ／范式，就在于它通过案例比较和反事

实逻辑来实现过程而不仅是结果的理论化。 它可以通过对因果机制的分析与控制来

解释中间过程和机制“冻结”所带来的不同结果，而不仅是哪些变量组合会导致结果

是否出现。

再次，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在样本缺乏时空维度的变化时，可以通过基于反

事实分析的逻辑来增强因果解释力。 研究者可以在半负面案例中通过反事实分析

“操纵”某些关键变量达到其最大值，还可以冻结某些点的机制使其不能完全实现。

反事实分析中最为基本的逻辑是基于“最低程度重写（ｍｉｎｉｍａｌ ｒｅｗｒｉｔｅ）”原则。② 马奥

尼用集合图来论证对中间过程的改写最符合该原则，因为事件发生 ／不发生的概率最

为接近。③ 同样地，半负面案例的优势在于它更符合该原则，因为它本身就是那些接

近成功而未成功的案例。 这种优势在不存在正面案例时尤为显著，因为在特定时空下

的历史不一定会出现理论层面的正面结果，只能进行反事实思考。 例如有学者在研究

“第二波现代化”的多民族帝国时，由于没有严格意义上成功的正面案例，就以“普鲁

士道路”作为理论上的反事实而存在，俄罗斯和奥地利则可以视为半负面案例。④

最后，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时空限制，追求更具普遍

性意义的理论，尽管这样的理论建构必须充分考虑时空对社会事实的限制。 在社会科

学中的理论往往会受到时空范围的限制，因为不同时空之中会存在许多难以控制甚至

难以察觉的干扰因素，导致最终产生与理论预期不同的结果。 但是，不同的结果并不

意味着理论必然被证伪。 相反，有时候进一步细致考察这些“影响性案例”中的因果

机制时，反而在逻辑上肯定和证实了相关机制的理论。 因此，尽管许多因果机制最初

源于案例的内部效度，但是通过精确的控制比较，因果机制同样可以得出具有很强普

遍性与外部效度的理论。 例如，在生物学中，达尔文关于进化的机制就是一种几乎不

受时空限制的机制，“变异→选择→遗传”的机制几乎可以解释所有生物演化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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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① 丹·斯莱特（Ｄａｎ Ｓｌａｔｅｒ）和丹尼尔·齐勃拉特认为，控制比较能够兼顾内部

和外部效度，产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理论，但是需要以建立精确的因果关系作为基

础。② 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在对时空控制的基础上，通过对过程的“控制”和机制

的“冻结”来实现精确的因果关系。 因此可以看到，许多著作在其深刻的因果解释中

所隐含的逻辑与机制。 托克维尔（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对于波旁王朝改革的论述、

丹·斯莱特关于东南亚国家政权稳定性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超越其所论述时

空的洞见。③

七　 结论

在传统研究方法和案例比较研究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许多研究者试图进行因果

解释，但是仍然坚持那些基于因果推断为导向的案例研究方法。④ 这造成了案例研究

和案例选择方法之间的脱节，因此需要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来解决这一问

题。 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的基本逻辑是要选择具有相同机制的正负面案例

进行对比，这种案例选择方法一方面具有模糊集思想，通过选择那些“进行到一半”的

机制，从而减少二分虚拟变量的信息损失；另一方面，它借鉴了过程追踪和动态比较的

方法，基于对因果机制的求同和因果过程观察值的比较，最大限度地实现“准实验状

态”。 它的优势在于可以更好地理解变量、案例和机制之间的关系，同时兼备了内外

部效度，并且有助于发现超越时空情境的因果机制。 当然，作为一种全新的案例选择

方法，它在方法论层面的优势还需要后续的实证研究来进一步展现。

（截稿：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编辑：肖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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